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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在中国近些年房价不断上涨而生育率持续走低的背景下，着重考察房价对家庭生育决

策的作用机制。 首先，通过构建模型，从理论角度阐述房价与家庭生育决策的关系。 然后，在实证角度

上，基于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ＣＦＰＳ）面板数据，借助 Ｐｒoｂｉｔ 回归模型分析发现，家庭所在区

县的城镇房价会对其当期的生育决策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且该影响在不同人群中存在明显的异质性。
在政府实施两孩政策后，该负面影响也较生育政策调整前更为强烈。 在影响机制方面，高房价对生育决

策的影响存在消费挤出效应。 高房价对生育的影响还存在着降低妇女自我认同、变相增加养育子女成本

等其他机制。 此外，高房价还对婚姻有抑制作用，会进一步加剧房价对生育水平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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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提高人口出生率、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是中国当前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议题之一。 中

国的人口出生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并呈现下降态势。 ２０１９ 年，中国人口出生率仅为

１０．４８‰，是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的最低值，总和生育率降至 １．５２。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２０２０ 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仅为 １．３，出生人口数量进一步下降。 尽管中国曾在 ２０１４ 年（单独二

孩）和 ２０１６ 年（全面两孩）两度调整生育政策，但这都只引发了较为短暂的生育热潮，人口出

生率下降的势头仍未得到缓解。 ２０２１ 年实施三孩政策之后，国内出生率仍持续下降。 国家

卫健委发布的《２０２１ 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２０２１ 年我国新生儿为 １０６２ 万

人，相比于上年下降约 １３８ 万人。 低生育率会导致适龄工作人口的减少和老龄社会的加速到

来。 由此引致的人口红利消失和人口结构变化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诸多负面影响。 促进

生育已成为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的新任务。
生育政策数次调整后，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并没有显著提高，说明当前抑制中国家庭生育

意愿的主要因素已非生育政策，而是其他的社会经济因素，比如生育带来的影响事业的机会

成本（王俊、石人炳，２０２１）、家庭生育观念由数量到质量的转变（史爱军等，２０２１）、高房价带

来的高经济压力（葛玉好、张雪梅，２０１９）等。 与逐年下降的出生率相反，中国的房价在近年

来保持着逐渐上涨的趋势。 在教育成本过高、生育观念改变、房价过快上涨等诸多导致生育

率下降的因素中，房价上涨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重要因素，房价对家庭生育决策影响的研究也

因此成为近年来的一个热门话题（李江一，２０１９；胡佩、王洪卫，２０２０）。 房价对生育的影响机

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挤出效应，即高房价会挤出有购房意愿家庭的消费，从而抑制生育；
二是财富效应，即房价上涨使得有房产家庭的财富增加，从而促进生育。 多数文献显示，高房

价对于生育率有明显的负面影响，因为不管是基于宏观面板数据，还是基于微观问卷调查的

国内现有研究，普遍认为挤出效应居于主导地位，即房价的上升总体上会抑制居民的生育率

（易君健、易行健，２００８）。 然而，房价对生育率的负面影响是否在不同群体间存在差异性？
除了常规的消费挤出效应，是否还存在其他作用机制和渠道？ 这些问题还值得进一步地深入

挖掘。
本文采用从 ２０１０ 年到 ２０１８ 年的 ５ 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Ｃｈｉｎａ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ａｎｅ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ＦＰＳ）数据，以每两年划分一个时期，在微观个体层面构建跨越 ４ 个时期的非平衡面板数

据，尝试就房价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机制进行深入分析。 具体而言，本文将家庭是否存

在生育行为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家庭所在区县的当期平均房价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控制个

体、家庭、社区多个层面的变量及地区和时期固定效应，进行 Ｐｒoｂｉｔ 回归，同时，考察房价对

生育行为的影响在不同人群及不同时期的异质性。 本文还从刺激妇女参与工作、降低妇女

自我认同等方面深入探讨房价可能作用于生育决策的机制。 本文的分析结果不仅为当前

房地产管控政策的完善提供了理论支撑，还有助于政府出台更为精准有效的生育鼓励

措施。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 ３ 个方面：
第一，本文有关房价对生育作用机制的研究更加深入。 房价与生育关系的现有研究当

中，很少深入探讨房价作用于生育决策的途径，大部分根据结果直接倒推出房价对生育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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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主要为挤出效应，而缺乏对该作用机制的直接研究及其他可能机制的探讨。 本文不仅直接

验证了挤出效应的存在，而且对挤出效应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发现房价还可能通过降低妇

女自我认同、变相提高育儿成本等其他途径抑制生育。
第二，本文的变量设定更加完善。 一方面，传统的基于 ＣＦＰＳ 数据考察房价的文章都

是采用省级层面的平均房价。 本文将采用 ＣＦＰＳ 问卷中的个体所居住住房面积与个体所

居住住房估价，结合区县顺序码得到个体所在区县的房价估值作为解释变量。 另一方面，
传统利用微观数据考察房价与生育之间关系的文章往往以问卷当期的已有子女数量作为

被解释变量。 对于在调查时有子女的家庭而言，其做出生育决策的时期很可能并非问卷调

查的时期，这会导致生育决策的时期与回归中其他变量的时期不匹配。 本文采用居民当期

是否生育作为被解释变量，以此解决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时期不匹配的问题。 此外，现
有研究房价与生育之间关系的文献在考虑控制变量时，囊括了家庭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
工作状况等多方面因素，但较少控制子女教育成本。 考虑到房价较高的地区子女教育成本

往往也更高，不控制教育成本可能会出现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控制了区县的

平均教育成本以避免该问题，此外还控制了“有无男孩”等前人在研究房价对生育的影响

时甚少考虑的变量。
第三，本文的样本覆盖面更广。 现有微观层面研究房价与生育决策关系的文章大多采

用基于单期问卷调查的横截面数据，而本文将结合多期问卷调查得到非平衡面板数据。 横

截面数据相比于非平衡面板数据而言，由于不能充分利用问卷数据，所以导致样本量偏少，
而且不能反映房价对生育决策影响随时间的变化。 此外，现有大多数文献由于撰写时间

较早，采用的主要是 ２０１６ 年或更早的数据，其无法考虑生育政策变动后房价对生育的

影响。 本文采用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８ 年 ５ 期的 ＣＦＰＳ 数据构建的样本则可以反映生育政策调整

后的状况。
２　 文献综述与理论模型

２．１　 文献综述

经济学视角关于生育决策的现有研究主要基于 Ｂｅｃｋｅｒ（１９６０）提出的新家庭经济学，即家

庭生育面临成本—收益及孩子的数量—质量权衡。 更高的家庭收入水平一方面会增加财富，
另一方面也会增加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 李子联（２０１６）发现收入对生育率的影响具有 Ｕ 形

曲线的阶段性特征。 女性劳动参与率和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也会在增加家庭财富的同时，增加

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 Ｈａｃｋｅｔｔ 和 Ｍａｒｑｕｅｚ⁃Ｐａｄｉｌｌａ（２０１９）发现女性劳动参与率上升会降低其

生育意愿。 贾男等（２０１３）发现随着女性受教育年限增加、人力资本提升，女性生育的机会成

本随之上升，进而抑制生育意愿。 此外，家庭的生育决策还可能受到教育成本等其他因素影

响（王志章、刘天元，２０１７）。
房价也是影响生育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影响具体体现在生育的各个方面，包括子女数量、

生育年龄、性别偏好等。 对生育的研究，可以分为对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行为的研究两大类。
在生育意愿这一角度，国内现有研究提出高房价会抑制家庭的生育意愿，具体表现为期望子

女数下降、养育二孩的意愿下降等，同时高房价使家庭对子女的性别偏好更倾向于女孩（宋德

勇等，２０１７）。 相比于生育意愿，目前就房价与生育之间关系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实际生育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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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角度，本文也将探讨房价对居民实际生育决策的影响。
国外一些针对发达国家的研究表明，高房价可能对生育无影响或促进生育。 Ｌoｖｅｎｈｅｉｍ

和 Ｍｕｍｆoｒｄ（２０１３）发现房价上涨使得房主生育孩子的可能性提高，而对租房者的生育决策无

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房价每上升 １０ 万美元，生孩子的可能性会增加 １６％～１８％。 Ｄｅｔｔｌｉｎｇ 和

Ｋｅａｒｎｅｙ（２０１４）发现在美国，房价上升使得住房所有者的生育率上升，而非住房所有者的生育

率下降。 Ｎoｒｉｋo（２０１５）发现，随着住房价格上升，日本有房产居民的生育率会提升，而对无房

产者而言，房价对生育无显著影响。 可见，房价对家庭生育率的影响可能因家庭是否拥有房

产而存在异质性。
对中国的房价与生育之间关系的研究普遍认为挤出效应占主导，即随着房价上升，家庭

的生育会被抑制。 易君健和易行健（２００８）通过分析香港的宏观时间序列数据发现，房价指

数上涨 １％会使得总和生育率下降 ０．４５％。 靳天宇和刘东浩（２０１９）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

现高房价收入比会显著降低城镇家庭生育率。 李江一（２０１９）分析全国各地级市（州）以及直

辖市所辖区（县）的 ２００５～２０１２ 年面板数据之后发现房价上涨过快会显著降低生育率。 葛玉

好和张雪梅（２０１９）利用 ２０１４ 年 ＣＦＰＳ 数据，在微观层面上研究发现居民结婚当年的房价和

结婚第五年的房价分别会显著降低生第一个孩子和生第二个孩子的概率。 邓浏睿和周子旋

（２０１９）基于 ２０１６ 年 ＣＦＰＳ 数据研究发现生育会被高房价抑制，并且这一效应对中高收入人

群和计划生二孩的人群尤其显著。 高房价不仅影响生育率，还会显著推迟妇女的生育年龄

（胡佩、王洪卫，２０２０）。
现有文献从各个角度考察了房价对生育决策的影响，但是还存在着机制研究不够深入、

变量设定不够完善、样本覆盖面不足等缺陷。 本文将克服这些问题，探讨城镇房价对家庭生

育决策影响的异质性，并对该影响的作用机制做深入研究。
２．２　 理论框架

本文的理论框架基于 ｄｅ ｌａ Ｃｒoｉｘ 和 Ｄoｅｐｋｅ（２００３）的模型，在参考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将房

价与居民的购房决策纳入消费者的考虑范畴（方迎风、黄仁豪，２０２１）。 假设个体一生分为 ３
期：童年、中年、老年。 童年时期没有收入，其消费全部来自父母养育子女的支出。 个体在中

年时期工作并获得收入，该时期收入有 ４ 个用途：住房支出、当期消费、投资于孩子的人力资

本形成，以及作为储蓄用于老年时的消费。 老年时期的唯一收入来源就是中年时期的储蓄。
个体的终生效用受中年时期消费、老年时期消费、孩子的数量及人力资本水平、住房面积的影

响。 个体效用的最大化如公式（１）所示：
ｍａｘ

cｍｔ ，ｓ ｔ，ｑ ｔ，ｎ ｔ，ｅ ｔ
Ｕｔ ＝ ｌｎcｍｔ ＋ βｌｎcｏｔ ＋１ ＋ γｌｎｎｔｈｔ ＋１ ＋ ζｌｎｑｔ （１）

ｓ．ｔ． cｍｔ ＋ ｓｔ ＋ ｑｔＰｔ ＋ ｎｔｅｔεｔ ≤ ωｔｈｔ（１ － ｎｔφ） ＋ ｑｔＰｔ （２）
cｏｔ ＋１ ≤ ｒｔ ＋１ｓｔ （３）

公式（１）中，ｔ 表示时期， Ｕｔ 表示个体效用， cｍｔ 表示中年时期消费， cｏｔ ＋１ 表示老年时期消

费， ｎｔ 表示孩子的数量， ｈｔ ＋１ 表示每个孩子的人力资本水平， ｑｔ 表示住房面积。
假设个体在中年时期拥有住房禀赋，住房面积为 ｑｔ。 如果住房禀赋刚好能够满足自身居

住需求，则 ｑｔ ＝ ０；若住房禀赋无法满足自住需求，则 ｑｔ ＜０；如果住房禀赋超出自住需求，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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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ｔ＞０（方迎风、黄仁豪，２０２１）。 中年时期的收入为 ωｔｈｔ，其中，ωｔ 为单位人力资本产生的工资

收入，即社会的单位有效劳动工资水平，ｈｔ 为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 假设人在中年时期购房，
并且所有的房屋是同质的。 中年时期的收入还用于其他 ３ 个方面：当期消费 cｍｔ 、储蓄 ｓｔ 和孩

子教育支出 ｎｔｅｔεｔ，其中，ｅｔ 表示孩子受教育水平，εｔ 表示孩子单位教育成本。 假设人在中年

时期抚养孩子的总成本除去培养人力资本的教育支出外，其余成本均为时间成本，将人整个

中年时期的时间视为 １，抚养一个孩子的成本为 φ。 此外，模型对现实生活中的购房信贷做了

简化处理，假设购房信贷都发生在中年时期而非跨期信贷。
预算约束如公式（２）和公式（３）所示。 公式（２）表示中年时期的支出不超过中年时期的

收入，公式（３）表示老年时期的支出不超过老年时期的收入。 其中，ｒｔ＋１为利率，Ｐｔ 表示住房单

位面积价格。 简化起见，视 ｒ、Ｐ、φ、ω 为外生变量。
个体人力资本的形成受自身受教育水平及其父母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表示如下：

ｈｔ ＋１ ＝ Ｂ（ｅｔ） η（ｈｔ） τ （４）
其中，Ｂ 表示人力资本形成中的效率系数，η 和 τ 分别衡量了个体的学校受教育水平以

及父母人力资本水平在其人力资本形成中的作用，可以分别视为学校和家庭的教育质量。
个体效用最大化拉格朗日函数如下：

Ｌ ＝ ｌｎcｍｔ ＋ βｌｎcｏｔ ＋１ ＋ γｌｎｎｔｈｔ ＋１ ＋ ζｌｎｑｔ

＋ λ［ωｔｈｔ（１ － ｎｔφ） ＋ ｑｔＰｔ － cｍｔ － ｓｔ － ｑｔＰｔ － ｎｔｅｔωｔ ｈｔ］
（５）

解一阶条件可得个体效用最大化时的孩子数量，如下所示①：

ｎｔ ＝
γ（ωｔｈｔ ＋ ｑｔＰｔ）（１ － η）
φωｔｈｔ（１ ＋ β ＋ γ ＋ ζ）

（６）

由公式（６）显见房价对生育的影响，且该影响由个体的住房禀赋ｑｔ决定。 对于住房刚好

够自用（ｑｔ ＝ ０）的个体而言，房价将不影响其生育决策。 如果个体的住房不足以满足自用需

求（ｑｔ＜０），则高房价会抑制生育决策。 反之，若个体的住房有富余（ｑｔ＞０），则随着房价上升，
个体会倾向于生育更多子女。 个体的现有住房需求是否得到满足影响房价对生育的作用，这
种影响将在后文的异质性分析中进一步讨论。

除房价以外，影响生育决策的因素可能还有个体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 ｈｔ，不过从模型来

看，人力资本对生育决策的影响方向并不明确：一方面，人力资本的上升会增加个体的财富；
另一方面，人力资本的上升会增加个体生育的机会成本。 后文实证分析部分将会引入受教育

年限代表个体的人力资本水平。 培养孩子的时间成本 φ 也会对生育决策产生负面影响，后文

将用区县平均教育成本来衡量育儿成本。 此外，社会的单位有效劳动工资水平 ωｔ 和衡量教

育支出对子女人力资本形成作用的系数 η 也会影响居民的生育决策，但它们可以在特定的时

间和地区范围内被视为定值，在后文的实证分析部分将会控制地区和时期效应以及城乡变

量。 另外，公式（６）中还存在一些无法测度的衡量个体效用的其他参数 β、γ 和 ζ。

① 为节省篇幅，公式（５）到公式（６）的详细推导过程未在文中呈现，如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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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数据与估计方法

３．１　 数据来源及变量设定

本文的实证分析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ＣＦＰＳ）。 该数据库通过追踪个体、家
庭、社区层次的多方面数据，从微观层面系统地反映了中国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与变迁。
本文使用 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２ 年、２０１４ 年、２０１６ 年、２０１８ 年共 ５ 期 ＣＦＰＳ 数据，以年龄为 ２０～４５ 岁的

已婚妇女及其配偶的个人数据为基础，结合家庭层面的调查数据，构建以家庭为单位的 ４ 个

时期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样本共 ２６７１５ 个。 剔除含缺失值与有效数据小于 ５ 户的区县的样本

（共 １５６１８ 个），本文最后得到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总量为 １１０９７ 个样本。 在异质性分析中，因
分类变量的数据缺失情况不一致，相应的样本量会有所波动。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是否生育，通过考察 ＣＦＰＳ 数据中女性居民在每次调查时的子女数

量获得，如果某次调查时的子女数量比上一次要多，即认为该个体在这一时期有生育行为，记
为 １。 ＣＦＰＳ 数据并非每年都直接列出个体的子女数量，不过每年数据中的家庭关系部分包

含了个体每个子女的各种信息，如编号、出生年月等，本文将子女信息有效的数据条数作为该

年的子女数量。 考虑到已去世子女的信息也会被包含在其中，采用这种方法也可以排除个别

情况下子女死亡带来的对是否生育的判断的干扰。 由于被解释变量基于考察居民当期是否

比上期子女数增多来确定，因此未连续出现在至少两期问卷中的样本会被排除。 核心解释变

量为区县房价，即家庭所在区县的城镇平均房价。 考虑到生育决策的滞后性，该变量采用每

个时期期初的数据。 ＣＦＰＳ 的家庭问卷部分包含了“居住房屋当前市价”与“居住房屋面积”
两个问题，本文将某个区县中所有城镇家庭样本的“居住房屋当前市价”之和与“居住房屋面

积”之和相除，得出的数据视为该区县的城镇平均房价。 为了保证房价估计的可靠性，本文剔

除有效数据小于 ５ 户的区县的样本。 最后，本文利用各省各年的消费价格指数（ＣＰＩ），计算

得到消除价格影响的真实房价，然后取对数。
除区县房价外，根据现有文献，本文在模型中纳入的解释变量还包括了个体、家庭与社区多

个层面的变量。 个体层面的变量包含家庭中妻子的健康（健康状况自评）和地位（社会地位自

评），以及妻子和丈夫的工作状况、学历、政治面貌、民族。 妻子的年龄也是影响其生育决策的重要

变量，本文将年龄视为固定效应，按照 ２０～２５岁、２６～３０岁、３１～３５岁、３６～４０岁、４１～４５ 岁分为 ５类。
家庭层面的变量考虑了已有子女数量、有无男孩和家庭人均收入。 考虑到生孩子的边际

效用递减，已有子女数量是影响当期是否生育的重要因素。 受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家庭的

生育决策可能受到子女性别组成的影响，因此是否已有男孩可能也会影响家庭的生育决策。
财富是影响家庭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本文取家庭上一年的人均纯收入作为财富的代理变

量，消除价格的影响得到实际值，然后取对数。
社区层面的变量包含是否城镇和区县平均教育成本。 之所以纳入区县平均教育成本这

一变量，是因为 ＣＦＰＳ 数据中无法直接观测到家庭的育儿成本，鉴于教育成本是育儿成本中

重要的一部分（王志章、刘天元，２０１７），本文采用教育成本作为育儿成本的代理变量。 通常

情况下，家庭的生育决策与教育成本并非同时期产生，家庭在做出生育决策时考虑的成本更

有可能与社区平均水平相关。 因此，本文采用区县中所有教育成本大于 ０ 的家庭的教育成本

均值，消除价格的影响并取对数。 考虑到生育往往存在地区效应和时期效应，本文还对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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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固定效应进行控制。 变量的详细说明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oｆ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变量名 变量定义及赋值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区县房价 区县户均房价 （单位：万元 ／ 平方
米）的对数

１１０９７ －１．５９ ０．８６ －３．５０ ３．９０

是否生育 当期生育＝ １；未生育＝ ０ １１０９７ ０．０８ ０．２７ ０ １
个体层面变量

　 妻子健康 健康状况自评，取 １～５，５ 为最好 １１０９７ ３．４５ １．２１ １ ５
　 妻子地位 社会地位自评，取 １～５，５ 为最高 １１０９７ ２．７２ ０．９７ １ ５
　 妻子工作状况 有工作＝ １；无工作＝ ０ １１０９７ ０．７０ ０．４６ ０ １
　 妻子学历 受教育年限（单位：年） １１０９７ ７．４５ ４．６２ ０ ２２
　 妻子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１；其他＝ ０ １１０９７ ０．０３ ０．１７ ０ １
　 妻子民族 汉族＝ １；少数民族＝ ０ １１０９７ ０．９１ ０．２９ ０ １
　 丈夫工作状况 有工作＝ １；无工作＝ ０ １１０９７ ０．８４ ０．３６ ０ １
　 丈夫学历 受教育年限（单位：年） １１０９７ ８．３６ ４．２５ ０ １９
　 丈夫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１；其他＝ ０ １１０９７ ０．１０ ０．３０ ０ １
　 丈夫民族 汉族＝ １；少数民族＝ ０ １１０９７ ０．９２ ０．２７ ０ １
　 妻子年龄 妻子的年龄（单位：岁） １１０９７ ３６．１３ ６．４７ ２０ ４５
家庭层面变量

　 已有子女数量 家庭现有子女个数（单位：个） １１０９７ １．５７ ０．７８ ０ ７
　 有无男孩 家庭已有男孩＝ １；无男孩＝ ０ １１０９７ ０．６９ ０．４６ ０ １
　 家庭人均收入 上年家庭人均纯收入（单位：元）的

对数
１１０９７ ８．７４ １．２６ －１．４１ １３．５８

社区层面变量

　 是否城镇 城镇＝ １；乡村＝ ０ １１０９７ ０．５１ ０．５０ ０ １
　 区县平均教育成本 区县户均教育成本 （单位：元） 的

对数
１１０９７ ８．６８ ０．４２ ７．５１ １０．６７

　 　 资料来源：根据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间的 ５ 期 ＣＦＰＳ 数据整理计算得到，后文表格资料来源同表 １。

３．２　 基准模型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否生育为二值变量，因此，基准回归采用 Ｐｒoｂｉｔ 模型，如下所示：
ｎｉｓｔ ＝ β０ ＋ β１ｈｏｕｓｅｓｔ ＋ β２Ｘｉｓｔ ＋ αｓ ＋ γｔ ＋ εｉｓｔ （７）

其中，被解释变量 ｎｉｓｔ表示生活在区县 ｓ 的家庭 ｉ 在时期 ｔ 内是否生育，为二值变量。 解释

变量 ｈｏｕｓｅｓｔ为时期 ｔ 区县 ｓ 的城镇平均房价对数，Ｘｉｓｔ为前文提及的各种个体、家庭、社区层面

的解释变量，αｓ 和 γｔ 分别为地区固定效应与时期固定效应，εｉｓｔ为扰动项。
４　 实证结果

４．１　 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首先将是否生育对各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并将标准误聚类到个体层面。 基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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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７）的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２ 所示①。 Ｐｒoｂｉｔ 回归的结果位居前两列，其中，第（１）列包含前

文提及的所有个体和家庭层面变量；第（２）列为主回归，在第（１）列的基础上还控制了社区层

面变量，以及地区与时期固定效应。 第（３）列为 ＯＬＳ 估计，各解释变量及固定效应控制与主

回归一致②，其结果可作为稳健性参考。
表 ２ 的 ３ 列回归结果中，区县房价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说明高房价会显著抑制家庭当

期的生育。 在第（２）列的主回归结果中，除区县房价外，妻子工作、城镇、区县平均教育成本

也与家庭的当期生育决策显著负相关，这与现有研究相符。 已有子女数量也对生育决策有显

著负面影响，这与子女的边际效用递减这一论断相符。 已有男孩的家庭生育的可能性也显著

更低，暗示了“重男轻女”现象可能仍然存在。 家庭人均收入与生育也显著负相关，可能是因

为随着收入上升，育儿的机会成本随之上升。 妻子的健康、地位、学历的系数也都显著，但是

显著性稍弱。

表 ２　 基准回归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Ｍａｉｎ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o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变量
Ｐｒoｂｉｔ ＯＬＳ

（１） （２） （３）
区县房价 　 －０．０７３∗∗∗ 　 －０．０９４∗∗∗ 　 －０．０１２∗∗∗

（０．０２６） （０．０３１） （０．００３）
个体层面变量
　 妻子健康 ０．００７ ０．０３７∗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２）
　 妻子地位 ０．０４７∗∗ ０．０３９∗ ０．００４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３）
　 妻子工作状况（无工作＝ ０） －０．１４５∗∗∗ －０．２０８∗∗∗ －０．０２８∗∗∗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９） （０．００６）
　 妻子学历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
　 妻子政治面貌（其他＝ ０） ０．１１３ ０．１０９ ０．００９

（０．１１４） （０．１１３） （０．０１５）
　 妻子民族（少数民族＝ ０） －０．１１３ －０．０６３ －０．０１

（０．０８４） （０．０９４） （０．０１）
　 丈夫工作状况（无工作＝ ０） ０．０４６ －０．０３９ －０．００３

（０．０６２） （０．０６５） （０．００７）
　 丈夫学历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
　 丈夫政治面貌（其他＝ ０） －０．１０２ －０．１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７４） （０．０７４） （０．００７）
　 丈夫民族（少数民族＝ ０） －０．０１３ －０．０６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９３） （０．１０１） （０．０１２）

①

②

为节省篇幅，工具变量回归和稳健性分析结果未在文中呈现，两者分析的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
异质性分析结果一致，由此证明本文分析的结论是稳健的。
后文的回归若无单独说明，各解释变量及固定效应设置均与主回归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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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变量
Ｐｒoｂｉｔ ＯＬＳ

（１） （２） （３）
家庭层面变量
　 已有子女数量 －０．４７１∗∗∗ －０．５７３∗∗∗ －０．０６３∗∗∗

（０．０５５） （０．０６１） （０．００５）
　 有无男孩（无男孩＝ ０） －０．４３４∗∗∗ －０．４５２∗∗∗ －０．０７５∗∗∗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６） （０．００６）
　 家庭人均收入 －０．０５４∗∗∗ －０．０４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２）
社区层面变量
　 是否城镇（乡村＝ ０） －０．０８９∗∗ －０．０１８∗∗∗

（０．０４４） （０．００５）
　 区县平均教育成本 －０．１９７∗∗∗ －０．０２８∗∗∗

（０．０６６） （０．００７）
地区、时期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Ｗａｌｄ ｔｅｓｔ ８９９．０３∗∗∗ １０７７．６６∗∗∗

Ｒ２ ０．１６８
样本量 １１０９７ １１０９７ １１０９７

　 　 注：①括号内数据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②∗∗∗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后
文同。 ③妻子年龄分成 ５ 组，设置虚拟变量，作为固定效应放入模型，与时期

固定效应高度相关，因此，最终的结果未纳入该变量。 ④妻子健康和地位变量

作为虚拟变量纳入模型时，所得结果与此相近，简化起见，这里未以虚拟变量

形式纳入。

４．２　 异质性分析

本文进一步分城乡、现有住房需求、已有子女数量进行异质性分析。 其中，考虑到有当前

住房产权的家庭住房需求不一定得到满足，而无当前住房产权的家庭住房需求得不到满足的

可能性更大，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将家庭是否有当前住房产权作为其住房需求是否得

到满足的代理变量。 现实中，家庭生活居住地与其产权住房所在地可能并非一处，如在户籍

地有产权住房而在大城市租房打工，因此本文并未将持有产权住房面积或套数作为划分住房

需求是否得到满足的依据。
分城乡、现有住房需求、已有子女数量的异质性分析结果如表 ３ 所示。 第（１）列和第（２）

列的结果显示房价主要影响城镇家庭的生育决策，而对乡村家庭的影响不显著，这有可能是

因为大多数乡村居民都拥有自己的宅基地，其住房成本主要为宅基地的建设成本，即建材和

人工成本等，而近年城镇房价的上涨主要是由地价上涨引起的，并非由宅基地建设成本的上

涨所致。 从第（３）列和第（４）列的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否有当前住房产权，房价均对生育产

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且无当前住房产权的家庭系数绝对值更大，表明房价可能对无住房产

权家庭生育的负面影响更为强烈，这与理论模型的推论相符。 同时，对两者而言，房价均对生

育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这说明家庭无论是否有当前住房产权，整体上而言，其现有住房持

有量与理想的住房持有量之间均存在缺口。 第（５）列和第（６）列的结果显示，房价主要抑制

了已有子女家庭的生育，即房价显著抑制了二孩或者多孩的生育，而并未显著影响第一个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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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生育决策。 通常认为第一个孩子给家庭带来的边际效用要大于二孩乃至多孩，异质性分

析的结论与这一观点也是相符的。

表 ３　 分城乡、现有住房需求和已有子女数量的异质性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３　 Ｈｅｔｅｒoｇｅｎｅ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ｙ 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Ｈoｕｓｉｎｇ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Ｎｕｍｂｅｒ

变量
乡村
（１）

城镇
（２）

无产权
（３）

有产权
（４）

无子女
（５）

有子女
（６）

区县房价 －０．０２０ －０．１５８∗∗∗ －０．１７６∗∗ －０．０８９∗∗∗ －０．１０８ －０．１０５∗∗∗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７） （０．０６９） （０．０３５） （０．０９５） （０．０３５）
各变量、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Ｗａｌｄ ｔｅｓｔ ５７３．５８∗∗∗ ５３７．１１∗∗∗ １７２．５１∗∗∗ ９１５．２２∗∗∗ ９４．２３∗∗∗ ７３２．９８∗∗∗

样本量 ５４９３ ５６０４ １４９６ ９６１０ ３５７ １０７４０

　 　 注：括号内数据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值得一提的是，本文数据的时间段是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在此期间，中国的生育政策经历了较严

格的计划生育政策（２０１４ 年以前）、实施单独二孩政策（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６ 年）和实施全面两孩政策

（２０１６ 年以后）３ 个阶段。 在不同的政策阶段，房价对生育决策的影响也存在异质性。 考虑到生

育政策调整后会出现短暂的生育率回升，本文将所有样本按照是否已实施生育政策调整分为两

类。 不同年龄段的人在生育意愿、身体状况和面临的购房压力上也不同，因此，本文还将样本按

照妻子年龄分为 ２０～２５ 岁、２６～３０ 岁、３１～３５ 岁、３６～４０ 岁、４１～４５ 岁 ５ 类考察其异质性。
分家庭所处生育政策阶段和妻子年龄的异质性分析结果如表 ４ 所示。 第（１）列和第（２）

列结果显示，在生育政策调整前后，房价均对生育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在政策实施后系数绝

对值更大。 结合基准回归部分提出的房价主要影响家庭第一个孩子以后的生育决策，本文猜

测生育二孩的意愿越高，房价对生育的影响越强烈，在实施生育政策调整前，二孩意愿主要被

政策所限制，政策实施后，随着二孩生育意愿提振，房价对生育的影响随之加强。 从第（３） ～
（７）列的结果可以看出，生育决策受房价影响显著的群体主要是妻子年龄在 ３１ ～ ３５ 岁的家

庭，推测是由于家庭的二孩决策大多数发生在这个年龄段。

表 ４　 分家庭所处生育政策阶段和妻子年龄的异质性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４　 Ｈｅｔｅｒoｇｅｎｅ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ｙ Ｆａｍｉｌｙ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Ｐoｌｉｃｙ Ｓ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Ｍoｔｈｅｒ'ｓ Ａｇｅ

变量
未实施
（１）

已实施
（２）

２０～２５ 岁
（３）

２６～３０ 岁
（４）

３１～３５ 岁
（５）

３６～４０ 岁
（６）

４１～４５ 岁
（７）

区县房价 －０．０８１∗∗ －０．０９４∗∗ ０．０２５ －０．０４９ －０．１５９∗∗ －０．１２４∗ －０．１４５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５） （０．０８０） （０．０５６） （０．０６６） （０．０６６） （０．１０１）

各变量、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Ｗａｌｄ ｔｅｓｔ ５６３．９２∗∗∗ ４６０．６７∗∗∗ １１１．７７∗∗∗ １８４．０１∗∗∗ １２６．３２∗∗∗ １０７．４７∗∗∗ ５２．９６∗∗∗

样本量 ５８６７ ５２３０ ７４４ １８１６ ２１２７ ２７９６ ３５１４

　 　 注：第（１）列和第（２）列使用单年横截面数据进行分析，括号内数据为标准误；第（３） ～ （７）列使用

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括号内数据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在前文分析中，房价对生育的影响在无当前住房产权的家庭中和实施生育政策调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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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更为强烈，为了验证这一系数差异的显著性，本文采用 Ｃｈoｗ 检验方法，将主回归中每个

变量均乘上异质性分析时用于划分群体使用的虚拟变量得到交互项，并与原有变量一起回

归。 表 ５ 报告了相关检验的结果。 第（１）列结果显示，是否有当前住房产权与房价的交互项

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房价对有当前住房产权家庭生育的抑制作用要显著更低。 然而第（２）
列结果不显著，说明房价对生育的影响在实施生育政策调整前后的差异并不显著。

表 ５　 部分异质性分析结果的 Ｃｈｏｗ 检验

Ｔａｂｌｅ ５　 Ｃｈoｗ Ｔｅｓｔ oｆ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Ｈｅｔｅｒoｇｅｎｅ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变量 （１） （２）
是否有当前住房产权（无产权＝ ０）∗ ０．０８７∗∗

　 区县房价 （０．０２８）
是否实施生育政策调整（未实施＝ ０）∗ －０．０１２
　 区县房价 （０．０６１）
各变量、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Ｗａｌｄ ｔｅｓｔ １０７７．２２∗∗∗ １０３８．７３∗∗∗

样本量 １１０９７ １１０９７

　 　 注：括号内数据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５　 机制探讨

５．１　 对挤出效应的探讨

现有研究认为房价对生育存在着财富效应与挤出效应，并普遍认为在中国挤出效应居于

主导地位，即房价会抑制家庭的生育决策，本文的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 但现有对生育与房

价之间关系的研究，都是根据房价抑制生育的结论推导出挤出效应大于财富效应，鲜少直接

研究高房价与消费挤出的关系。 本文通过研究房价与消费、消费与生育之间的关系，以此验

证房价对生育决策的挤出效应，同时，深入分析其挤出效应的异质性。
考虑到中国当前地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区县的家庭整体的消费水平可能存在较

大差异，因此，本文采用相对消费水平。 相对消费水平为家庭上一年消费性支出除以其所在

区县消费性支出的均值。 表 ６ 第（１）列表明高房价确实显著降低了家庭的相对消费水平。 为

了进一步验证家庭消费挤出与住房因素的关系，选择有无当前住房产权的家庭分别进行回

归，结果如表 ６ 第（２）列与第（３）列所示，对无当前住房产权家庭而言，其系数绝对值较第（１）
列更大，而有当前住房产权家庭的系数绝对值更小。 这与前文理论模型和异质性分析结论相

吻合，说明房价的确挤出家庭的消费，并且越是住房刚需家庭，消费的挤出效应越明显。 表 ６
第（４）列在主回归的基础上加入相对消费水平作为解释变量，结果表明相对消费水平的下降

会显著降低家庭在当期生育的可能性。 这说明高房价挤出消费，低消费抑制生育这一作用渠

道是切实存在的。
前文的分析还指出房价对已有子女的家庭的生育决策抑制作用更强，推测主要是因为相

对消费水平影响家庭的多孩而非一孩生育决策。 为检验此推测，本文分别对有无子女家庭样

本进行回归。 表 ６ 第（５）列和第（６）列结果表明，房价和相对消费水平对无子女家庭的生育

决策均不构成显著影响，而对有子女家庭影响更为显著。 房价对生育的影响与相对消费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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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育的影响在家庭是否已有子女这一属性上存在着异质性，进一步验证了房价会通过降低

消费来抑制生育这一结论。

表 ６　 高房价的挤出效应

Ｔａｂｌｅ ６　 Ｃｒoｗｄｉｎｇ⁃oｕｔ Ｅｆｆｅｃｔ oｆ Ｈｉｇｈ Ｈoｕｓｉｎｇ Ｐｒｉｃｅｓ

变量

相对消费水平 是否生育

总体
（１）

无产权
（２）

有产权
（３）

总体
（４）

无子女
（５）

有子女
（６）

区县房价 －０．０５８∗∗∗ －０．１１１∗∗ －０．０４３∗∗∗ －０．０８１∗∗∗ －０．１４３ －０．０９０∗∗∗

（０．０１５） （０．０３９） （０．０１７） （０．０３０） （０．０８７） （０．０３３）
相对消费水平 ０．０３７∗∗ ０．０８２ ０．０３４∗

（０．０１８） （０．０５９） （０．０１９）
各变量、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１０６３１ １４２９ ９２０２ １０６３１ ３４４ １０２８７

　 　 注：括号内数据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本文还进一步探索高房价的挤出效应具体体现在何种类型的相对消费水平上。 其中，对
于每一种具体消费，本文都除以家庭所在区县该类消费的平均值，得到其相对消费水平。
表 ７ 第（１）、（３）、（５）列的结果显示，食品、衣着、家庭设备及日用品等“刚性”消费的相对水

平都会随着房价的变高而下降，而第（７）列的结果显示，文教娱乐支出受影响不显著。 这说

明高房价下，家庭会压缩日常生活的必要支出，但尽量保障文教娱乐支出。 考虑到一般家庭

的教育支出以孩子的支出为主，这从侧面佐证了“双减”政策的必要性。 表 ７ 第（２）、（４）、
（６）、（８）列的回归结果表明，只有当家庭切实缓解了经济压力，敢于消费（主要体现在家庭设

备及日用品相对消费水平提高上），生育率才有可能得到提升。

表 ７　 高房价挤出效应的进一步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７　 Ｄｅｃoｍｐoｓｉｔｉoｎ oｆ ｔｈｅ Ｃｒoｗｄｉｎｇ⁃oｕｔ Ｅｆｆｅｃｔ

变量

食品 衣着 家庭设备及日用品 文教娱乐

相对消费
水平
（１）

是否
生育
（２）

相对消费
水平
（３）

是否
生育
（４）

相对消费
水平
（５）

是否
生育
（６）

相对消费
水平
（７）

是否
生育
（８）

区县房价 －０．０５５∗∗∗ －０．０８５∗∗∗ －０．１２７∗∗∗ －０．０９１∗∗∗ －０．０９１∗ －０．０６９∗∗ －０．００２ －０．１１９∗∗∗

（０．０１３）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１） （０．０３０） （０．０５１） （０．０２９）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８）
相对消费水平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３）
各变量、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１０９７６ １０９７６ １０９９４ １０９９４ １０９７２ １０９７２ １１０３０ １１０３０

　 　 注：括号内数据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５．２　 房价影响生育的其他机制

除挤出效应之外，高房价对生育的负面作用还存在着其他机制。 高房价使得家庭需要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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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更高的经济压力。 一方面，高房价带来的经济压力可能刺激妇女劳动参与率的提高，而妇

女参加工作的家庭往往有较低的生育率。 为了验证这一作用机制，本文将妻子工作状况对区

县房价进行回归。 从表 ８ 第（１）列结果中可以看出，妻子工作对生育产生了抑制作用。 表 ８
第（２）列结果表明高房价对妇女劳动参与率有刺激作用，但这并不显著。

另一方面，高房价带来的经济压力可能会影响妇女的身心健康，而妇女的身心健康又会

作用于生育决策。 此处使用妻子的“健康状况自评”与“社会地位自评”按升序来衡量其身体

健康与自我认同。 考虑到问卷中这两个变量是 １～ ５ 的打分形式，因此采用有序 Ｐｒoｂｉｔ 回归。
表 ８ 第（１）列显示较好的健康状况与较高的地位自我认同会促进生育，不过显著性稍弱。
表 ８ 第（３）列和第（４）列的结果表明高房价会显著降低女性的地位自我认同而对健康状况没

有显著影响。 这说明房价对生育决策的负面影响可能存在着高房价降低自我认同而低自我

认同抑制生育的作用渠道。

表 ８　 高房价通过影响女性劳动参与、健康与自我认同作用于生育的机制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８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o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oｆ Ｈｉｇｈ Ｈoｕｓｉｎｇ Ｐｒｉｃｅｓ o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ｂｙ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Ｗoｍｅｎ'ｓ Ｌａｂoｒ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o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变量
是否生育

（１）
妻子工作状况

（２）
妻子健康

（３）
妻子地位

（４）
区县房价 －０．０９４∗∗∗ ０．００９ －０．０２７ －０．０５３∗∗∗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６）
妻子工作状况（无工作＝０） －０．２０８∗∗∗

（０．０４９）
妻子健康 ０．０３７∗

（０．０２１）
妻子地位 ０．０３９∗

（０．０２１）
各变量、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１１０９７ １１０９７ １１０９７ １１０９７

　 　 注：括号内数据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另外，高房价给年轻人带来高昂的生活成本与经济负担，这些面临购房压力的年轻人的

父母更有可能给予子女更多的经济援助。 这意味着多生育一个子女会在将来多承担一笔购

房带来的经济负担。 房价上涨变相地提高了父母养育子女的成本，继而抑制生育决策。 然

而，问卷中没有变量直接衡量父母对面临购房压力的子女的经济援助。 不过考虑到通常男性

比女性面临更大的购房压力，房价对养育男孩的经济负担加重作用要大于养育女孩。 因此，
家庭对于生育男孩的偏好会随着房价的上涨而降低。 表 ９ 第（１）列为房价对家庭“至少生一

个男孩”的认可度的回归结果。 问卷中该变量为 １～５ 的得分，分数越高表示越认同，因此，本
文使用有序 Ｐｒoｂｉｔ 回归①。 可以看出，家庭对生育男孩的偏好随着房价变高而显著弱化。 这

① 由于只有 ２０１４ 年问卷中有该问题，因此该回归只包含了 ２０１４ 年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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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侧面说明由于要在将来为购房的子女提供经济援助，高房价存在着变相提高养育子女成本

进而抑制生育决策这一作用机制。
高房价还可能存在对婚姻的抑制作用，进而影响生育水平。 本文选取 ２０ ～ ４５ 岁女性为

样本，考察房价对当期是否已婚和当期是否结婚的影响。 Ｐｒoｂｉｔ 回归结果如表 ９ 第（２）列和

第（３）列所示，从中可以看出高房价对居民的婚姻也存在着抑制作用，这进一步加剧了高房

价对生育水平的负面影响。

表 ９　 高房价通过增加育儿成本和抑制婚姻作用于生育的机制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o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oｆ Ｈｉｇｈ Ｈoｕｓｉｎｇ Ｐｒｉｃｅｓ o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ｂ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Ｃｈｉｌｄｃａｒｅ Ｃoｓ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ｎｇ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变量
至少生一个男孩

（１）
当期是否已婚

（２）
当期是否结婚

（３）
区县房价 －０．１２０∗∗∗ －０．０９６∗∗∗ －０．０９９∗∗

（０．０４２） （０．０２０） （０．０４０）
各变量、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Ｗａｌｄ ｔｅｓｔ ５２４．３３∗∗∗ ２３８５．９７∗∗∗ ５３．９２∗∗∗

样本量 １９１４ １９４７６ ２０４４

　 　 注：第（１）列使用单年横截面数据进行分析，括号内数据为标准误；第（２）
列和第（３）列使用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括号内数据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６　 结论与政策建议

高房价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与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高房价对生

育无影响或促进生育现象相反，本文基于对城镇房价与家庭生育决策的分析发现，在高房价

背景下，家庭的住房需求会挤出其对其他消费品的需求进而抑制生育，高房价容易造成经济

结构失衡，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 在中国生育率低位运行、人口老龄化加快的现阶段，高房

价还存在对婚姻的抑制作用，加大婚育推迟程度，从而进一步抑制生育。 此外，本文的结果还

显示，高房价对生育率的抑制作用会根据家庭的住房需求是否得到满足、在不同群体之间以

及不同时间段之间呈现出差异性。 在高房价作用于生育决策的影响渠道方面，除了常规报告

的、居于主导地位的消费挤出效应外，还存在着降低妇女自我认同、变相增加养育子女成本等

其他机制。
尽管较之现有文献，本文的机制研究更为深入和全面，但也存在不足之处。 首先，由于

ＣＦＰＳ 数据不包含家庭的真实区县信息，因此，本文使用基于统计样本计算出的城镇平均房价

作为解释变量，这与城镇的实际房价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出入。 其次，由于数据所限，本文使用

居民是否拥有当前住房产权来衡量居民的住房需求满足程度，而其他可能存在的影响家庭住

房需求满足程度的因素则未考虑。 另外，考虑到家庭对子女的经济援助中有较大部分用于购

房，本文提出房价可能通过变相增加居民育儿成本而抑制生育，但是受到数据限制并未对这

一机制进行直接的论证。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 ３ 点政策建议。 首先，政府应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价格、保障房

地产市场平稳合理运行，以及为“刚需”提供住房保障的政策措施。 高房价会显著抑制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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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育决策，因而政府有必要打击学区房炒作等一系列导致房价过快上涨的行为。 其次，高
房价对部分无房产“刚需”人口的消费挤出效应更强。 政府应推动公租房、廉租房建设，为本

地的无房者提供租房补贴，以缓解房价因素给无房者带来的消费挤出效应，进而提升生育率。
最后，除了房价因素之外，育儿成本、女性对职业发展的担忧和自我认同感知等已成为制约生

育的主要因素。 政府不仅应该实施更多生育配套支持措施，通过降低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
解决家庭生育的后顾之忧，而且，在鼓励生育的政策上也应精准施策，对不同年龄、不同收入

群体，以及不同规模家庭采取不同类型的生育鼓励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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